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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各民族互动和国家表征之组成部分的少数

民族文学，当前正处于爬坡过坎、版本升级的历史

拐点，并以其强大的“边缘的活力”彰显出中国

文学内部的丰富与深度。这种充分的文学实践很显

然需要批评理论的积极回应。然而，在现有的论述

观点中，却潜藏着一种研究倾向：即批评观念中的

“去价值化”“去政治化”“去总体性”等问题严重，

未能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民族到地域、从语言到

文类等层面均呈现出的“多民族一体”格局予以充

分关注，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多民族生活、与中

华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关系研究也

缺乏深入的论证和阐释，少数民族文学及文化价

值因而总是被框定在族群认同、文化身份、民族特

色、地方性知识等话语魅惑中；加诸在现代性文化

多元论视域中，文学研究视角渐向底层、民间、边

缘或族裔群体迁移并使之成为“政治正确”，边疆

民族地区在上述颇具合法性的话语表述中渐成脱离

中华文化整体性叙事的“能指”，他们在长期生产

和经年实践中积累和历练的知识成为被他者表述的

目标客体，“即往往会集中于族群历史本身而忽略

更广范围的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在幽微的层面，这

实际上是一种族裔民族主义，即搁置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的建构历史，而重新回缩到一种族群共同体的

首尾连贯的叙事神话之中”［1］，而“这种刻意地寻

找各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忽略或无视客观生活

中各族分享的‘文化共性’”，以至于将作为“差

异性”的族群文化纳入全球化、地方性与民族性交

织的东方主义话语表述框架，其直接结果是对以中

华民族为单元构建国家层面的“共同文化”具有

负面影响［2］。比如，尽管藏族作家阿来一再强调，

“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都不是

为了特别而特别……我会在写作过程中，努力追

求一种普遍的意义，追求一点寓言般的效果”，他

还特别吁请读者注意这种“普遍性”，“希望大家

注意到在我前面提到过的那种普遍性。因为这种

普遍性才是我在作品中着力追寻的东西。”［3］吊诡

的是，人们却习惯性地将他的“嘉绒故事”视为

“遥远”“神秘”“异乡”“他者”的故事，导致他

所期待的意义“没有达到”［4］。直至目前，关于阿

来的评论始终未曾超越“藏文明认同”“身份的流

散”“承认的政治”等阐释范式。阿来故将这种批

评称为“阐释的自大”——“很多批评一开始站在

一种令人无法质疑的思想的、道德的制高点上，就

使批评置于‘现实’之外，变得无法质疑，变成了

一种单向的活动……”［5］阿来对当下批评的不满，

至少透露出如下信息：阿来的价值尚存在着“阐释

的余数”；如何接受阿来，仍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

命题。

一 阿来的“中国的西藏”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众多、文化多

阿来的文学道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李长中

内容提要 作为有着明确而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藏族作家，阿来的汉语文

学在认知“中国的西藏”与“在藏地书写中国”中表述着多民族“和合”的“历史的大

势”，并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参与世界对话，彰显出全球化语境下“跨文明写作”的在

场意义。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中心与边缘、传统与现代等多重矛盾吊诡统一的语境中，

关于阿来的研究却落入“藏地书写”“藏文明认同”等阐释框架，误读了阿来执着于呈现

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诉求，遮蔽了其文学创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建设的意义。

关键词 阿来；民族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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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生产 / 生活方式差异却又始终“像石榴籽那样

紧紧抱在一起”的结构性特征，构造了“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即使是因其地势的险要与位置的

偏远及其表述历史的晦暗不明等而被称为“世界第

三极”的西藏，也从未疏离于这种规范性的叙事逻

辑并生动演绎着“中华兴，西藏兴，中华衰，西藏

衰”的多民族和合的“中国故事”。如王明珂所说，

传统帝国时代的少数民族经过近代的“国族边缘再

造”后，已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是“华夏工程”的一部分［6］。特别是，自旧民主

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更是

立足于本土历史与现实，不断将马列主义的民族理

论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启蒙运动遗产中，探索

并渐趋确立“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区

域自治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建立具有强

烈内聚力的“民族化”基础，基于“人民共和”理

念，建立起各民族平等的权力共享 / 分享体制，并

通过大规模的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文化调查、

民族语言挖掘与重构等系列主体赋名行动，而使各

民族语言、艺术、美学、传统、历史及其所传递出

的国家观与其价值理念等，构建着国家话语规约下

的多样性表征，包括藏族在内的多民族中国史也就

历史、逻辑地成为中国内部多样性文化的碰撞、交

流与融合史。晚近以来，冷战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

的重新修正、全球化语境下国内外社会结构的剧烈

转型，以及诸多后学思潮 / 解构思维植入中华民族

文化多样性的讨论中［7］，一种刻意强化族别文化

差异并将之本质化的西藏叙述或修辞现象却日渐抬

头，作为名词的“西藏”以某种遗世而独立的亚文

化特征被纳入孤立的族群知识再生产逻辑，在藏族

话语与国家话语、西藏叙事与多民族叙事之间出现

裂痕。在表述者这种二元论的意图勾兑中，“国家”

成了“西藏表述”中的不在场，打着一个个被阐释

和命名的趔趄。阿来在《河上柏影》中将这种话语

生产归为“分别心”，即以如民族身份、文化差别

等对人群进行各种区分并辅以不同的价值判断标

准。它将制造出人与人、族群与族群、族群与民族

国家间的隔膜和敌意等，导致外界对藏族的历史、

文化与当下生活的期待在“大多数时候会基于一种

想象”［8］。

阿来对当下西藏叙事的不满，很显然与他自称

为“边缘杂交品种”身份的清晰认知有关。从发生

学上说，作为阿来出生成长之地、被他称为“精神

与肉体的故乡”的嘉绒藏地，位于“汉藏、彝藏接

触的边界”，历来是各民族“共享互惠”之地，被

誉为“民族走廊”。“千百年来，我国古代的氐羌诸

部、鲜卑、吐蕃、汉、回等民族用辛勤的劳动和无

穷的智慧共同开发了阿坝，他们在这里互相融合，

共同进步，逐步构成这块土地的主要民族：藏、

羌、回、汉，他们为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和文

化谱写了绚丽的篇章。”［9］这种杂糅的故乡体验以

及自身的回藏家庭背景（阿来的父亲为回族，母亲

为藏族），让阿来对“整合”“碰撞”“多元”“共

生”等多民族文化交融汇通问题保持着先验性的敏

锐与切身的感知。正因为如此，他也就特别关注

那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冲突、融汇”［10］问题，

比如西藏。在阿来看来，西藏始终未曾疏远于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叙述逻辑，而是与中华多民族文化处

于共创共享、异中求和的汇通状态。面对东方主义

和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潮播撒，文化误读频繁发生，

西藏渐被打造成中国“不在场”的现象，阿来忧心

忡忡，焦虑警惕。如他所说，很多时候，人们都轻

松地使用着后学理论中的概念与方法去看待多民族

中国，却没有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

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因此，他本人“对于这种理

论的随意使用越来越保持相当的警惕”［11］。在与

访谈者的对谈中，阿来曾数次言及：包括藏族在内

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能单独生存与演化，在多民

族国家，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有着广泛的交互性

与共通性，构筑着生生不息、纵贯古今的中华文

化。明乎此，在执着于要还原作为“名词的西藏”，

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西藏，要让大家对西藏的

理解不只停留在雪山、高原和布达拉宫，还要能读

懂西藏人的眼神”［12］的阿来的理解中，所谓“真

实的西藏”即是“真实的”“中国的西藏”。由此

出发，他便开始创造性继承他的两位精神导师——

美国诗人惠特曼和智利诗人聂鲁达“行走”大地的

创作方式，背起行囊，走进西藏的人群，走进西藏

的日常生活，以便触摸嘉绒藏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

事实，如阿来所说：“有了这两位诗人的引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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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

边的草原。”［13］在阿来的认知中，嘉绒藏地多民族

文化交往的事实并非是研究者抽象的理论概括，而

是如水似雾般弥漫在其日常中、习俗中，以及每个

人的心中。于是，他开始用脚步和内心行走广袤虔

诚的大地以便呈现“中国的西藏”。多年来，他走

过家乡的梭磨河谷、大渡河流域与辽阔的若尔盖草

原，走过格萨尔的故乡与圣地拉萨；甚至远涉到被

称为“藏边社会”的区域，如向北到平武，进甘

南，访凉州，穿越整个河西走廊，向南到以丽江为

中心的茶马古道沿线等。当这些地区被阿来的脚步

重新丈量，那些曾经被主流话语误读的、作为“形

容词”的藏地便被他融入中华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

叙事框架，他也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中华民族认同。

如阿来所言，在藏地行走，表面上看，“这是切实

深入生活”，“在行走之中，慢慢就把自己和土地、

文化、族群的联系找到了”［14］，而实质上，则是

对国家、历史、民族深入学习和研究的结果［15］。

就这样，每座山、每道河、每处风景、每条历史

的褶皱，都成为阿来再现“中国的西藏”不可或

缺的一环；景与行、词与物、心与像，路上的一

切都深化着他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思考：“我们爱国

家、爱土地，那么国家和你的关系怎么建立？你要

寻找，要感受，要体现，而不是随便空口说一句就

有。我旅行就是寻找这种联系。”［16］在阿来的意识

里，唯有深入生活的内里、时代的角落、灵魂的深

处，才能洞察与触摸、表述与呈现中华文化“丰富

的统一”；只有在行走中才能多面向、立体性、全

方位呈现藏族文化与多民族文化相融交合的传统与

当下、历史与现实。他的作品的叙述者 / 主人公也

都在积极践行着他的这种表述愿景，也都在不停的

行走中观察、介入和修正着被误读或过分渲染的藏

地。他的散文集名为《看见》；他的《大地的阶梯》

以脚步和内心丈量西藏；他的“空山”系列，他的

“山珍三部曲”，他的《云中记》等，也都是委托

他的叙述者 / 主人公对藏地以持续不断的观察……

由此而论，阿来有着明确的写作目标与位置——即

将族群文化融入到整体中华文化的传承链条，重构

族群文化与整体中华文化的和而不同关系，以让各

民族的“眼神”会意、交融。从而，他的文本成为

中华文化多样性的标本案例与生动实践——恰恰基

于这种“写作目标与位置”，阿来看到了作为各民

族公共性语言的汉语在“中国的西藏”表述中的

意义。

阿来从不讳言他“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

人”，一再强调“我使用汉语建立自己的文学世

界”，并不无骄傲地宣称自己“融化了两种文化的

优秀部分”［17］。之所以如此，在阿来看来，汉语

不仅是汉族的语言，而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宝贵的

精神财富，是各民族民心相通、文化相融的纽带。

用他的话说，中国多民族一体格局与中华多民族文

化互动演化的漫长进程，决定了“汉语是一种多元

共建的国家语言，不是某个民族的语言”［18］。因

此，阿来用汉语所建构出的文学世界也成了他对藏

汉文化沟通、对话与交融现象所做的精彩的艺术呈

现；藏汉语言的互通与翻译在他这里成了中华民族

接触互嵌、守望相助的经典隐喻，阿来就这样以他

典型的“非汉族”语言体验或症候完成了他的多民

族国家想象。当有人指责阿来的汉语写作会导致背

离母语传统的失语症问题出现时，阿来站在中华民

族文化汇通立场为此辩护：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汉语并非只是汉族的语言，而是多民族共享的

官方的语言，这是不可逆转的态势［19］。甚至，他

在不同场合均强调，希望以“中文”取代汉语。这

样一来，阿来总是鼓动他笔下的人物学习和使用汉

语，以标示他的中华多民族文化观。当他的《机村

史诗》中的“机村人”面对汉语的“扑面而来”而

开始结结巴巴、词不达意地使用汉语时，阿来与他

的叙述者总是对此持宽容、鼓励姿态：“对，就这

么说。对，你讲得太好了。”与之相反，当故事中

的格桑旺堆们因传统语言惯习及认知模式的影响而

无法准确表述汉语时，阿来则让他们集体性出现疯

癫或谵妄。在这里，疯癫很显然不是一种自然现

象，而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权力的产物、文明的表

征；当他的《云中记》中的主人公阿巴，在看到时

代剧变中的村民突然接触大量汉语名词而开始“用

改变声调的方法来处理这些新词，使之与云中村古

老的语言协调起来”时，阿巴 / 阿来不无赞赏地指

出，即使“这使得他们的思维不能快速前进，他们

的思维像走路不稳的人一样磕磕绊绊。但无论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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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他们还是往自己脑子里塞满了世界送来的新鲜

东西”［20］。“无论怎样”一语，彰显出阿来对学习

与践行汉语所持的宽容态度。就这样，藏地边民的

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便在这种语言的“翻译现代性”

中得以塑造与铸牢，他们对“词与物”的掌握即成

其在非母语体验中被改写为国家主人翁的体现。语

言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拯救方式，因此成了阿来缝

合那个文化诡奇、经验斑驳、多元共生的藏地世界

的“密码”。

穿行于两种语言和多元文化中的阿来期待着，

在汉语这个公共性平台上，各个族群能够实现跨族

际接触、跨文化杂合、跨区域交融，激发出中华

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内生性活力，聚合中华民族共

同体内涵建设的文化动力。如此一来，阿来的汉语

写作便成为他反思狭隘民族主义的方式，以便清

除“一边基于严重的东方主义，另一边又是狭隘的

地方主义”［21］思潮生产的温床。如阿来所说，“在

我的文化语境中，属于哪个民族，以及用什么语言

写作，竟然越来越成为一个写作者巨大的困扰，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病态而奇怪的文化景观。也正因为

此，……就是这种写作（即指阿来的汉语写作——

笔者注）本身，也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这就是

对于保守的民族主义与狭隘的文化观的一种坚决

的对抗。”［22］这时的阿来如他的《尘埃落定》中那

个“傻子”，当面对麦其土司官寨那座巨大石头建

筑轰然倒塌时，他们都愿意相信：那座建筑的倒塌

其实是族—国互嵌的表征！阿来借此突破了他的族

群身份外壳，践行着他还原真实的“中国的西藏”

愿景。他的汉语文学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不可或缺的在场，成为“在藏地书写中国”［23］的

经典。

二 阿来的“在藏地书写中国”

尽管阿来再三强调，他是“以出生、成长于

边疆地带而关注边疆，表达边疆，研究边疆”［24］

为旨归，但“我是一个藏族人，是中国的少数民

族”［25］身份的自觉在场，却又使他总是将边疆置

入中国的整体性叙述逻辑，以建构他的现代多民族

中国的情感与命运共同体。阿来曾数次论及，因为

他的出身、他的族籍、他的题材、他的故事，人们

总是将他的作品置入族群认同的价值论框架，他也

被认为是“藏文化代言人”“藏地文明讴歌者”“文

化怀乡者”等。对此，阿来颇为无奈地指出，自己

从来不是哪个族群的代言人，而是在嘉绒藏地与汉

地的空间对照中去审视族群与国家的关系，去诉说

他的“故乡之爱与国家之爱”［26］。所以，尽管他

的作品是未曾疏远嘉绒藏地的“在故乡”写作——

他的“故乡”或者被命名为色古尔村、机村、交

则村、隆村或瞻对等，其背后却总是隐含着“汉

地”“外面的世界”等——经过阿来的叙述与赋形，

这些地方处处潜喻着他的“国族的意识”。他的成

名作《尘埃落定》的故事，即发生在“中午的太

阳下面还在靠东一点的地方”，如叙述者所说，“这

个位置是有决定意义的，它决定了我们和东边的

皇帝发生更多的联系”，“地理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政

治关系。你看，我们这样长久地存在就是因为对

自己的位置有正确的判断”。阿来也让他的人物具

备“位置意识”，如文中的“傻子”的叔叔常常告

诫“傻子”：“中国的皇帝曾是我们的皇帝，现在，

中国的政府也是我们的政府”［27］；他的《行刑人

尔依》中的主人公岗托土司，同样表现出对皇权或

国家的依从，临死之际还嘱咐儿子要向新的国家

政权求取权力的合法性；在他的《空山》中，“国

家”成为机村人处理一切问题的指南，一切新生事

情的源头；在他的《瞻对》中，阿来着重强调，我

国是“多元文化多民族构造的共和国”，藏族则是

国家这个比族群更大的文化共同体中的一员，“多

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淡薄”会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

安及民族团结与和谐［28］……因此，他笔下的嘉绒

藏地的历史总是与国家的风云际会紧密相连，荣辱

与共；他所呈现的空间“与特定的国或族的意识相

关”［29］。就这样，阿来的身份政治与文化认同便

置于他的国家认同的总体性认知之下，以辅佐完成

国族共同体的认知与凝聚［30］。如阿来所言，“只有

把这些非汉族的人民也当成真正的中国人，只有充

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

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才是现代意义上

真正的‘天下观’”［31］。

阿来曾将自己的写作称为“有根系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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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及物的写作”。在他看来，作为中国的少数民

族作家，只有立足于当下多元共生的中国现实并

为此而写作，让人“爱中国”，才能达成上述目

标［32］。也就是说，尽管阿来的根在嘉绒藏地，他

的叙事伦理却在其背后的中国。他是“在藏地书

写中国”，他之所写也都是“中国的藏人故事”和

“中国藏地故事”［33］。在题为《希望所有人都能爱

中国》的演讲中，阿来特意指出：“中国作为一个

多民族的国家，要进行共同治理，形成一个真正

关于中国的国家认同，可能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

众，再到国家制度建构上，我们都还有很漫长的道

路要走，要摸索。我想这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中

国人，一个爱中国的人，希望所有人都能选择爱中

国，愿为建立多民族国家努力。”［34］至于此，他的

文本便以其典型的“非汉族”经验诠释、论证着他

的爱国主义主题。他的《尘埃落定》中的主人公麦

其土司是自身领地的“王”，同时也是“拥戴政府

的榜样”；文中“傻子”的叔叔更有着自觉的国民

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感，抗战时期甚至“捐了一架

飞机给国民政府”；他的《永远的嘎洛》中的汉族

红军，因负伤定居在马尔康藏地，却自觉担负起

民族团结重任，在与其他族群的携手并进中完成

着多民族和合的国家形象塑造；他的《狩猎》中

的三个狩猎者，虽有着三种不同的血统，却能在

进入彼此内心的同时，眺望着遥远的“东方”；在

他的《孽缘》中，叙述者“我”的父亲雍宗与活

佛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时，寺庙里的活佛都积极捐款；他的《空山》，讲

述着“那个叫做机村的中国村庄”的多民族交流的

故事，机村中的藏人在接受新社会的制度与法令

的同时，也开始认同并接受现代国家的理念，接

受“‘国家’成了他们祖祖辈辈依傍着的森林与山

野的主人”的事实；他的《瞻对》甚至被政府官员

认为“对今天四川藏区的治理仍具有相当完整的借

鉴意义”［35］……随着晚期资本主义消费文化逻辑

的衍生深化，跨族群、跨国界自由市场的拓展，资

本与媒介信息的全球化运作，阿来日益感受到边疆

民族地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急迫。在他看

来，经济全球化的力量正通过一体化的世界市场摧

毁这些民族藩篱。族际间的流动、边界的混杂，是

一种和解的结果。在市场与现代性经济结构中，族

群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本土与全球之间才能最

终达至和解。在他的《尘埃落定》中，由“傻子少

爷”在边境所开发的贸易市场最终演变成联系多民

族群体间交往谱系的纽带，各种族群身份各异、宗

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分歧、政治观点有别的群体

在此得以“和解”；在他的《空山》中，一起驾车

撞人的案子因县里“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而不

得不“先放一放”［36］。在这里，阿来甚至不惜以

违背“犯罪—惩罚”原则强化着现代性要素在建构

各族群“和解”中的基础要意。如此一来，他笔下

的藏地，无论多么奇崛、诡异、遥远或驳杂，却从

不外在于中国经验。他所热爱的中国是包含着藏族

在内的多民族和合的中国。这是阿来所有作品的底

色或主色调，如阿来所说：“作家的批判只有跟国

家和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放

到思想史和历史的高度来衡量、评判，写出整个社

会的走向和症结，才是有价值的，也才是有力量

的。”［37］基于此，他反对那些基于简单的民族主义

立场来处理中国多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做派，拒绝

对后殖民理论的片面理解或借用。在他看来，在全

球化时代，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相

遇的可能性剧增，也可能引起新的文化冲突。世界

需要多样性，但任何多样性都需要国家主权的支

撑。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应该在不同族群之间建立

沟通，在族群与国家之间建立共识［38］。在《遥望

玉树》中，阿来在记述他通过电视看到汉藏军民合

力抗灾的画面后指出：任何时候，只有将国家认同

置于族群认同的前面，寻求相互间的兼容性和共通

性，自觉“参与国家共识建设”，才是多民族国家

文学创作的根本。在阿来看来，“如何在一个更深

广的国家共识下合力维护国家统一，共同致力于一

个强盛国家的建设，在当今世界范围的宗教极端主

义泛滥、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扩散的新形势下，正越

来越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39］。他的“在藏地书

写中国”行为也被他称为“善”：“这个善，放在有

关民族与文化问题方面，那就是提倡交流与融汇，

而不是煽动疏离与敌视。这是所有民族与文化走向

的大势，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人民的福祉。”［40］

即是说，阿来的写作不是以族别身份或文化寻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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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趣，也不以族别身份的乌托邦建构为目的，而是

在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合流中展现他的现代民族

国家想象，他的文本成为当代中国形象表述中难以

取代的经典。

随着现代性的纵深播撒，即使地处青藏高原的

嘉绒藏地，也要接受它的碾压与劫持。传统的晨钟

暮鼓与相对静态的时间观念在现代性的“规范逻

辑”中急遽转型，因袭已久的古老文明被工商文明

撕扯为碎片化或消费化的能指，曾经丰盈的日子被

抛向意义消散的荒凉旷野。当阿来在行走中亲眼看

到大渡河、岷江、嘉陵江两岸伤痕累累的群山、肆

虐的风沙、裸露的草原以及瘦骨嶙峋的牛羊，曾经

郁郁葱葱的天然林木与苍翠欲滴的原始植被已成昨

日记忆，残存的传统文化亦是狼藉一片时，他便奋

力书写着他的爱与哀愁：在《空山》中的“机村”，

村民为金钱而枪杀猴子、盗伐林木等；在《鱼》

《奥达的马队》《最新的和森林有关的复仇故事》

中，森林的消失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已难以遏制；在

《遥远的温泉》《蘑菇圈》中，人们因金钱而人性迷

失，也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心理；在“山珍三部

曲”中，虫草、蘑菇、岷江柏等因人为炒作而被连

根拔起，彻底绝种。吊诡的是：面对上述社会变

迁、历史中断、文明冲突、传统倾覆等现代性创

伤，阿来非但不曾给予任何的抵制或抗拒，反而以

“即便是少数民族，过的也不是另类人生”［41］为由

而宽容或释然。在阿来的观念里，古老的嘉绒藏地

并不能如古董密闭在时间的暗箱，地理的边缘与文

明的独特并非是其规避现代性的借口。相反，唯有

将藏地汇入各民族共享的现代性语境，与中华多民

族一道纳入激进的全球化的“效果历史”中，才是

真的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面对新与旧的

汰变更新，面对内与外的双重挑战，立足现实，背

靠国家，构建共识，在阿来看来才是陈述现代性这

一复杂命题的选择。如此一来，他便在“持续的崩

溃”与毁灭中看到了重建与重组的希望，他对现代

性创伤的宽容或释然即由此形塑。所以，阿来从不

以挽歌或怀旧情绪面对旧文化、旧秩序、旧传统的

坍塌，从不哀悼经验世界、世俗伦理、日常仪轨的

消亡，而是在“时间的加速”中想象、规划着各民

族共享的方案：在《脱粒机》中，他的叙述者在看

到“机村”的乡规民俗、自然环境以及人伦道德等

随着水电站出现而瓦解的同时，也看到电使得机

村“被罩在一个魅力的光圈下面”；他的《蘑菇圈》

中的新时代藏族人，在贪婪、毁灭性地盗挖天然野

生菌的同时，对之也有了科学的认知与消费观；他

的《奥达的马队》中的主人公，面对传统谋生方式

退场却能坦率地承认，“事情本身带着一种毫不容

情的力量”；谈到《空山》，阿来指出：“我要写的

这个机村的故事，是有一定独特性的，那就是它描

述了一种文化在半个世纪中的衰落；同时，我也希

望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这个村庄首先是一个中

国的农耕的村庄，然后才是一个藏族人的村庄，和

中国很多很多的农耕的村庄一模一样”［42］，“《空

山》写的不只是一个藏民族，它能让你想到所有少

数民族，甚至很多落后的、边缘的汉族乡村未尝不

是如此。”［43］也就是说，阿来的“嘉绒故事”只是

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与历史演进的缩影，与“中国

故事”有着共享的际遇，他是以嘉绒藏地的“这一

个”写出与中国命运的“同构性”或“共同性”，

他所讲述的故事“使我们明白，那被现代性的滚滚

车轮所碾碎的，岂止是汉族传统生活方式，自然也

有藏族的，实际上是多民族的”［44］。这样，一方

面，阿来的藏地书写成为他观照中国现代性问题的

视角和方法；另一方面，阿来对藏地现代性问题的

美学思考又成为他的国族意识和爱国情怀的精彩注

脚。他的文本验证着，“他当然可以是一个藏族作

家，他用汉语书写，但他写的是什么？他写的是中

国的藏人故事”［45］。

三 阿来的“历史的大势”

阿来有句名言，即历史是“从昨天知道今天和

明天的学问”。在他的《尘埃落定》中，阿来特意

借人物翁波意西之口强调：“历史就是从昨天知道

今天和明天的学问。历史小说可以让读者得到从

昨天知道今天和明天的学问。”［46］对“今天和明

天”的强烈的现实介入意识，反推着阿来沉醉在

历史的回眸与打捞中，践行着他对历史的情有独

钟，并认为历史是他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正如

他所说，也许自己对历史更感兴趣，考虑问题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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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习惯把历史放在前面。从他的《尘埃落定》《空

山》《瞻对》《格萨尔王》到“山珍三部曲”和《云

中记》，阿来犹如历史学家孜孜不倦地建构着嘉绒

藏地的“历史谱系”，他的作品皆是这个谱系中不

可或缺的环扣，以便于他及他的读者能在历史的

尘埃中发现作用于当下的经验。据此，阿来强调：

“中国人看历史有借古知今的传统，我的文本也要

提供这样一种有价值的认知。”［47］在他的《瞻对》

中，阿来执着于以历史观照现实，“写历史，实际

上是想回答今天的问题。……《瞻对》写的是历

史，其实是在关注今天少数民族特别是藏区不安定

的现实问题。现实和历史总是有关联的”［48］；“写

这本书（指《瞻对》）不是在写历史，我就是在写

现实。这里面包含我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想作为一

个中国人，不管是哪个民族，我都希望这个国家

安定，希望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幸福。”［49］在为

《金川历史文化览略》所作序中，阿来指出，“研究

历史，其实是借一面镜子来照见今天的现实”［50］。

在阿来的意识里，历史是现实的镜像，从历史中

寻绎社会变迁的规律，感悟时代运转的启示，洞

悉人生世相转换的轨迹，是把握现实与未来不可

或缺的资源 / 视角。在多民族国家，如何深化对

多民族一体格局发展历史的认知 ? 要从历史中探

询真相，研究历史是“考察中国历史中不同文化

间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的复杂过程，体

察中华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复杂性与必然性”［51］。

拂去历史的尘埃，阿来终于彻悟隐秘的“历史的 

大势”［52］。

至于何为“势”，阿来虽未言明，人们却很容

易从他的作品或访谈或演讲或自述中把握到，他

所谓的“势”即是中华多民族渐趋走向融合的这

种“大势”，如阿来所言，“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

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社会，新的国家共识的养成与

这种共识如何在作品中得以体现，得以传达，确

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我个人在近 30 年的创

作历程中，始终关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构建与日

益走向强盛中的种种现实，特别是不同文化冲突融

汇的种种历史与现实的表现。”［53］阿来清楚地意识

到，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民族有充分认知基础上

的归属感，但“很多不同民族的人在一起时，大

家需要沟通、交流、融合，就得超越单一民族的

认知”［54］。阿来曾通过不同方式强调，中国历来

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和各民族文化间的关系必

须站在多民族国家基础上去审视，没有这个整体性

的、全局性的基础，就看不清中国，也就无法清理

各种错误的看法和思想的迷雾。沿着对时间与历史

思考的踪迹或大势，阿来的藏地故事也成了多民族

走向融合与现代的历史的证词，成为各民族交往中

不同主体间互动的证词。阿来明确表示，以少数民

族为题材，不过是一种借用，最终还是为了呈现多

民族融合的“历史的大势”，“不止是中国，整个世

界的所有民族都是慢慢走向融合的。从长一点的历

史阶段来看，很多冲突的结果就是融合，而不是对

立。”［55］他甚至将呈现这种“大势”看作是所有中

国作家都应该持续书写的“中国精神”。在他的那

部好评如潮却也非议纷争的《瞻对》中，阿来以人

类学家与作家的双重视域将屹立于康区数百年的

“铁疙瘩”渐被熔化的史实挖掘出来，以标示其历

史的“势，大势所趋”。在阿来看来，“瞻对”即为

“铁疙瘩”之意，历史上这个地方跟清政府之间的

大规模冲突达六七次之多，但“融入”是历史的大

趋势。这样，阿来对历史的回溯也就成了对历史的

“重述”——在“重述历史”中建构着各民族融合

的大势。因此，阿来直接点明，写作应该“破解当

下把每一民族，包括从文化特征、地理空间，直到

每一个人的个人身份加以固化所造成的种种迷思，

以及因此而起的种种现实危害”［56］。在他的《空

山》中，阿来特意设置两个颇具象征性症候的人

物：一个是机村的藏族人索波，一个是红军经过机

村时留下来的外来者驼子。作为两个原本的文化母

体并不相同的人，他们却主动去适应彼此的文化，

机村也成为多民族融合的样板；当阿来让他的《河

上柏影》中的主人公王泽周就其多重身份困惑（父

亲为汉族人，母亲为藏族人）求教于博士生导师兼

学术权威丁教授时，却被后者斥为病态的情绪——

这种训斥当然也是阿来的态度。当王泽周喊出“我

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我什么地方也不会去。没有人

有权利说这个地方是他们的，而不是别人的。这个

地方也是我们的。永远都是”［57］时，此处彰显出

阿来对族群文化融合大势的期盼。他的《尘埃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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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那腾空而起的尘埃，于阿来而言何尝不是他

信奉的无法阻止的“历史的嬗变”［58］的隐喻，验

证着同为康巴作家的达真所说的“这个有着五千年

历史的版图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无论用什么方式脱离

这个大群体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是各民族组成的

大家庭，这是命中注定的”［59］。在当前宗教极端

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以及后殖民话语播撒的语境

中，如何在最具公约性的国家共识下合力维护国家

统一，共同致力于一个强盛国家的建设，维系这种

“历史的大势”，成为阿来严肃思考的课题。

当下的中国正全方位介入全球化的叙事逻辑和

话语表意框架。曾经生产地方性知识的边缘民族区

域在与全球化的调停、修正、妥协或扬弃中发生

着边界弥散或脱序。古典时期的思维与灵魂、知识

与惯习，被编织进现代性的强大漩涡，遭受历史的

掠夺和操纵。面对藏文化与汉文化、传统文明与城

市文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织并存，缠绕

复沓，作为能够把握“历史的大势”的阿来，尽

管在情感的层面也会为多民族文化冲突中的弱势文

化而产生“有限度的惆怅”，但在理性的层面，作

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深表赞同［60］的阿

来，却从不畏惧外来文化介入，而是将多民族文化

的适应与发展看作是当前语境下各民族的共同使

命，“新生”“发展”“进步”“生机”“盼望”等便

因此成为他的“历史的大势”的另类阐释。带着

历史的魅影，阿来意识到，历史的大势，浩浩荡

荡，任何的族群及其文化都要在时代更迭中发生转

化、创新和发展，永恒维持着同质化状态而不追随

时代而变的族群及其文化是注定没有未来的，走向

发展新生的交往融合过程才是其最终和最好的归

宿，他因此很反感那种“新瓶装旧酒”“新演员上

演老故事”“新人唱老歌”等圆成自足的在场，以

至于让他的人物认同他的观点，如他的《空山》中

的人物达瑟所说，“以前的人，这么世世代代什么

念想都没有，跟野兽一样”，“要是那个时候的人也

像今天这个时代的人盼望这个又盼望那个，并且因

此而振奋复又失望的话，应该是有故事会流传下来

的。”［61］在《瞻对》中，阿来与他的叙述者对“新

生”“进步”“变化”等以持续审视与反思。例如，

在清兵第二次出兵瞻对时，阿来的叙述者说，“经

过这样一场战争后，瞻对本地有什么变化呢？除了

因战争少了一些人口，毁了不少房屋村寨后，没有

什么变化……”。在阿来看来，从 18 世纪到 20 世

纪初，“社会状况似乎还停留在原点，时间白白流

逝，老套的故事在一个封闭的圆圈中不断循环”，

“总是缺少一个主题词：进化。依然逃不出这片土

地上演了千年之久的故事路径。”［62］在回顾反思瞻

对的历史与清王朝治理川边藏地的得失后，阿来着

重指出，包括嘉绒藏地在内的所有边缘民族地区，

如果不促进社会进步，没有新思想的萌生与发展，

不能在这些疆土上培养起码的国家认同，最终将会

导致持续的坍塌和崩溃；在《格拉长大》的韩文版

序言中，阿来同样强调：“有很多人愿意把这个高

远之地想象成一个世外桃源。并给这个世界一个命

名——香格里拉。当全世界都在进步时，更有人利

用这种想象，要为西藏的不进步、保守与蒙昧寻找

同情，寻找合理性。”［63］这样，阿来总是将他的人

物 / 故事置于各民族共享的新陈代谢、破旧立新、

交往汇通的“历史的大势”中。他的《随风飘散》

颇为隐喻地谈到“汉历新年”与“藏历新年”问

题。很显然，阿来想在汉族和“非汉族”时间经验

之间达成沟通，以完成将藏地经验融入作为整体的

中国经验的同构性问题。在《空山》中，阿来直接

取代叙述者而探索“所有这些村庄终将走在怎样一

条路上，我想知道，村庄里的人们，最后的归宿在

什么地方”的问题——“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的

阿来，就这样将多民族文化适应和融合问题转换成

各民族共享的时间现代性问题。如他所言，在现代

民族国家经验被翻译成日常的、世俗的现代性经验

而被看作“历史的大势”时，藏地只有汇入现代民

族国家叙事范畴才能取得合法性。文化的消失，往

往是停滞不前而使其在现代社会无法适应，即竞争

力消失。因此，他的写作便成为“一种祈愿”，以

“让我们看到未来”［64］。在阿来的思想深处，始终

暗喻着对这种“历史的大势”的自觉认同——背靠

着这种以现代性为修辞性症候的族—国认同，他也

完成了精神和家园的皈依。当然，他希望他的族人

也能以历史的，即更长的时间尺度看中国这个多民

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在他看来，不论历史上不同族

群的冲突有多么剧烈，历史的主流却始终是融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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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疏离，是统一而不是分裂。是故，长期以来，

他始终“坚持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不同文化、不同

族群间相互沟通与交流的载体”［65］。这时的阿来

也就回答了“何为理想的历史叙述”问题，即“作

者史观是与现代精神有了结合”［66］。

结 语

多年来，阿来始终用笔“深描”他的嘉绒藏地

并以强烈的历史理性精神观照其中的兴与衰、破

与立、新与旧、内与外。那里的地图被他的双脚

丈量与被他的中华文化认同意识重绘后，曾游离

在民族国家叙述之外的嘉绒藏地成为他阐释“中国

经验”的“文化密码”和讲述中华文化的方法。他

的故事对于如何将创作融入中华文化、共享价值

体系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建设等提供了充分的

论证和说明——他希望他的故事能为此提供某种

寓言或象征。因为，在阿来看来，藏地发生的故

事“是一个人类境况的寓言”，“因为相同或相似的

境遇与苦难，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历史

时期，或者曾经遭遇与经受，或者会在未来与之

遭遇”［67］。因此，阿来将他的文学喻为佛教中的

“大声音”——让更多的众生听到和领悟到的声音，

以便让各族群多元共生于这个国家。他的文学也因

此成为各民族文化接触和文明互鉴的“通行证”，

标示着全球化语境下“跨文明写作”的主体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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